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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觞与嬗变：汉江遗产廊道的形成及其特征
*1

崔俊涛

（湖北文理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 要】: 如果说黄河与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那么汉江就是传输血脉的脐带，它孕育了中国的古代文明，

促进了不同区域的交往和联系。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汉江遗产廊道是中华民族极为重要的文化基因和文化

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基于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对汉江遗产廊道进行分析与解读，探讨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背景下汉

江遗产廊道的形成过程以及遗产特征。本研究有助于全面把握汉江流域的地域特点、文化内涵以及汉江流域文化现

象与社会背景间的关系。

【关键词】: 汉江；遗产廊道；遗产特征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汉江遗产廊道概念始于国家文物局 2007 年的国家文物的第三次全国性普查。此次普查中，长江及其沿线文化带的汉江流域

获得国家层面上的线性文化遗产提名。至此，汉江遗产廊道这种新型的保护方式进入公众的视野。

确定汉江遗产廊道的基本概念等认识问题是遗产廊道保护与管理的首要任务。基于此，本文从汉江遗产廊道历史演进的过

程出发，探寻汉江遗产廊道的形成与特征。

1 汉江遗产廊道的概念问题

若对汉江文化近五百余篇研究论文做一个较为详尽的回顾总结，非一篇小文所能言尽。简要说来，关于汉江文化研究，多

是围绕考古、神话、移民、文献、地方民俗及著名人物展开，其中包括专题论著、论文和文献的梳理，也包括通史、通论性著

作。其中研究的热点以考古研究为最，取得了极有价值的探讨。但也应该注意到这些论著主题过于集中，研究对象扎堆，而有

些重要领域长期无人问津。这就使汉江文化的全貌难以呈现，价值难以揭示。为纠偏补弊以取得突破性研究进展，为今之计，

应将汉江流域的研究架构一个新的层次，将研究方向从“文物时代”向“遗产时代”转变。希望本文能为汉江的研究提供一个

思路和方向。

汉江遗产廊道的概念之所以能够得以成立，在于它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线路的自身特点。自中古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汉江是连通我国南北的大动脉，对于南北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交通走廊意义。从时间跨度上看，据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

贡》记载，在两千年前汉江已是鄂、湘、蜀、陕向中原地区运输贡赋的要道。在其后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南北贯通、东西

则中的优良区位和江河汇集、平原垭口的地理特征，逐渐形成了“南船北马，漕挽通达”独特的水路贸易通道廊道；从空间上

看，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交流主要通过两横两纵的水运交通网络实现。两横，即东西方向的交通主干线长江与黄河，两纵，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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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域和隋唐大运河。汉江流域这条“南接江湖、北贩都邑”的河流北上可控汝洛，南可通达江汉平原，西北可入关中，东南

可达江淮，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与长江、淮河、黄河一起合称“江淮河汉”。它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和摇

篮。

本文以汉江流域线性文化遗产或文化线路为研究对象，它是以汉江流域为主线串联起来的一条呈线性分布的文化遗产的集

合体。地理分布从汉水发源地的陕西至终点汉口的汉江干流以及九条主要支流。研究范畴限于肩负文化交流或产品贸易功能的

河道以及沿路与贸易相关的设施。内涵所反应的是文化上的南北互动以及汉江与沿岸文化遗迹间的复杂关系。

汉江遗产廊道是历史背景下产物，具有基于军事、漕运、商贸而形成的航运廊道形态特征，廊道上各节点的历史遗迹具有

相同的主题关联和历史关联。所以，与主题无关的诸如古人类遗址等文化板块不在考察范围，否则容易造成汉江遗产廊道的内

涵和外延的混乱和基本概念认识上的分歧。

2 江汉遗产廊道发育成形的基础

2.1 自然基础

自然地理条件是汉江航运的自然基础，是商业兴盛和遗产廊道形成的自然前提。

汉江流域发源于汉中宁强北嶓冢山，全程 1577km，属北亚热带气候区，雨量丰沛，水量丰盈。流经汉中（今汉中市）、郧阳

府（今十堰市）、襄阳府（今襄阳市）、鄢城（宜城市）、竟陵（今天门市）等枢纽城镇，最后汇入汉口（转口贸易港）进入长江

流域，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自然水道。陕西河源至湖北丹江口之间为汉江上游，其长约为 925km，是盆地峡谷相间型地貌，河谷狭

窄，落差较大，河流湍急。丹江口至钟祥之间为汉江中游，其长约为 270km，是山地和河谷盆地型地貌，落差较小，水流平稳河

道宽阔。钟祥至汉口间为汉江下游，长约 382km，属平原地貌，有护岸堤防，河道蜿蜒曲折逐步缩小。总体来说，汉江干流通航

条件好，全流域的 95% 均可通航。

汉江上游支流众多，水系庞大，其中丹江、唐白河、汉北河、夹河等 9 条为主要支流。河网水系成半闭合的叶脉状，各支

流深入鄂西腹地，是联系周围各州县的主要通道。汉江流入湖北境内后，干流与各支流和湖泊形成闭合的河网水系。从春秋至

宋代，为弥补水系之间的分水相隔，屡次开挖河道，疏通漕运，如春秋时期从郢都（今荆州市）到沙洋（今荆门沙洋）的“云

梦通渠”， 西晋太康年间外接长江、上通沮漳、下达汉水的“杨夏水道”，北宋时期荆门西南至荆州城的“荆襄漕河”。这些自

然河道与人工河道组成了密布的水系网络，古时称之为“云梦泽”。楚国曾凭云梦湖泊之饶和长江舟楫之利称霸于江汉平原，东

侵吴越，窥视中原。

自然地理的优越为汉流域的航运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汉江航运自古就是重要的交通方式，水运航程为“中国古时南北天

然水运航线之最长最盛者”，与长江、大运河和黄河构成了国家战略性的交通大动脉，形成洛阳、长安、扬州、江夏（武汉）等

一级交通枢纽节点。对汉江天然航道的开发利用可追溯到西周时代，《竹书纪年》中便有周昭王“南征荆楚，丧六师于汉”的记

载。两汉时期，汉江流域（尤其是中游的南阳盆地、襄宜平原和随枣走廊一带）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整个长江流域处于领先地

位。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所谓“利济行旅，功莫大焉”，“汉江沿岸之民多操航业，上下于荆襄之间”，“乡民勤于耕作，农隙复

为小负贩”。正是航运条件的优势成就了后来的汉江遗产廊道。

2.2 经济基础

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业贸易的兴起的形成汉江遗产廊道形成的外部推力。古代汉江航运主要以漕粮和军事运输为主要内容，

局限性较大。此外，汉江流域由于连年的战火和朝代更迭，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处于百业凋零，人民流离失所，“弥漫千里，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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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烟”的动荡状态。因此，沿岸经济的呆滞孤立状态使汉江航运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农无闲工亦无远贩”，

“以数百里疆域而四乡并无集市。虽水陆要津，八郡通衢，亦不过茅舍数家，皆无所谓集市者。惟城中一集，究无他货，不过

菽粟薪刍鸡豚布絮之属，升斗分文，有无相易而已。欲招商则无行店，欲积贮则无碾房，欲缓急相通则无典铺”。

明清时期以前汉江流域尽管出现过服务于军事和漕运而生的大市镇，但从文化线路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市镇功能单一，文

化单元零散。而且由于行政区划和战火兵燹、政治管辖的影响，汉江流域各地经常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缺乏商品、思想和价

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交流，尚未形成有机的文化系统。该时期的汉江是“交通廊道”而非“遗产廊道”，是遗产廊道的萌芽状态。

（如表 1）

清代时局稳定后，在移民和农业恢复政策刺激下，汉江遗产廊道开始形成。人口的增加和商贸的发展是汉江遗产廊道形成

的基础。自三国到明朝时期中原和北方开始移居汉江沿岸，兴安府汉阴县在康熙年间，“人烟星稀，土地荒芜者居多”，而到乾

隆中期，则“所垦者干有八、九”。清代移民规模最大，康雍乾三朝垦殖政策“摊丁入地，改土归流”的出台，大量的楚、皖、

赣、川等省移民进入陕南和鄂西，出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样的大规模移民潮，汉江上游的人口密度逐步增加。

外来人口的增加打破了原有的自给自足经济格局，商品性种植业和工场手工业首先在汉江上游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开始萌

芽。“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耳厂、纸厂各项. 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最大的可达数千人”“安

康人人种落花生，每秋冬舟运两湖三江，获利以亿万计”。相对陆路，水运方便且价格低廉，山货开始由汉江水路运往下游的襄

阳，汉口。由于商品贸易的发展和进出货运量增加，从事货物运输有利可图，汉江流域沿岸逐步出现从事水运的船帮，专门从

事商品的收购和长途贩运。汉江航运逐步把封闭落后的秦巴山区与相对发达的东南各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最终成为联通陕、

鄂的主要商路。“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历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者， 舳舻相接”，其交易额之巨，“岁糜数千万金”内外

贸易的发展，贸易货运量的迅猛增加，刺激了汉江航运的发展，形成了一条以陕西为起点，途径汉中、襄阳、汉口，横跨大半

个中国的商业廊道。

汉江作为沿线相互之间的纽带，承载了多样化的功能（商品贸易、文化交流、物质运输等），从社会、经济、文化多个层面

推动了沿线从聚落向市镇的发育，进而向遗产廊道的转变。汉江沿途逐步出现以汉口、赊店、襄阳、社旗、龙驹寨为代表的地

区性、区域性和国际性的繁华商贸中心型市镇，以及服务于航运的市镇、码头、馆驿、会馆、纤道、堤防、庙宇等有机的遗产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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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汉江遗产廊道是因航运而起，因商贸而兴。

3 汉江遗产廊道的遗产特征

3.1 汉江遗产廊道的演变特征

国家政治中心在西安与洛阳时期，汉江上游地扼秦陇蜀鄂四地交通咽喉，交通地位显耀。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期，汉江上游与故道、褒斜道、金牛道等七条栈道一起是通联关中平原和巴蜀地区的主要通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唯褒斜

绾毂其口”。此时的汉江主要担负是宫廷王命下达、粮草运送、军事控制的政治和军事功能。

国家政治中心东移的唐宋时期，汉水流域作为国家政治交通要道的地位丧失，而漕运功能逐步凸显。隋唐时期，汉中、南

阳、襄阳是沟通南北的枢纽，其中襄阳漕运中心的地位最为显赫，“江汉间州以数十，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豪，今则一都之

会”。尽管在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改变了中国的交通格局，东部的水上运输成为国家的主要通道的情况下，汉江漕运的功能也

未被削弱。因地势靠近京师，漕运通过汉江支流唐白河水陆联运直达东都洛阳，汉江漕运的功能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在

战乱和国家多难时期，汉水流域又开始发挥政治交通的作用。在黄河漕运和大运河漕运被切断时，江淮漕粮还可走汉江至梁、

洋，再由陆路转运关中。在这个时期，汉江漕运成为南粮北运的唯一的一条生命线。

北宋时期，国家政治中心定都汴梁（今开封市），汉水上游漕运地位下降而中游地位依然重要，其中尤以襄阳为盛，晏殊称

襄阳“西及梁州，南包临沮，北接阴邓，邑居隐轸，盖一都之会也”。

南宋抗金期间，汉江流域成为南北行旅和马纲动脉。川秦沿边蕃部收集的马匹在成都和汉中两处集中团纲，经汉江谷地运

送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兴元府（今汉中市）、金州（今安康市）为纲运繁忙的集散码头，“舟船辐凑，车马云集”。

明清时期，民间商贸发展起来，汉江成为南北物流的商道，沿途呈现商贾云集、会馆林立的繁华景象，汉江流域进入繁盛

阶段。汉口的瓷器、布匹及日用工业品洋货通过汉江北运，来自陕和鄂西的山货、桐油、木材、竹器等土特产则顺流而下，在

沿江各个码头集散流通。

汉江航运始于西周时代，经历了秦汉时期的奠基，隋唐时期的发展，明清时期的船马转换、近代衰落跌宕起伏的发展轨迹。

作为文化线路，汉江遗产廊道形态特征是基于军事、漕运、商贸而形成的通道形态特征，且这通道伴随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发展，

产生了功能上的演变，是中国历史上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路。

3.2 汉江遗产廊道的跨度特征

汉江流域线性文化遗产的基本要素， 是我国古代交通重要的通道，在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之中处于重要节点地位，它标志

着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遗产。

内河航运方面，汉江与长江、大运河和黄河连接成为国家战略性交通环，由此形成洛阳、长安、扬州、江夏（武汉）等一

级交通枢纽节点。“当江汉交汇之区，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各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

可越洞庭入湘沅，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遵汉水而西，经安陆、襄阳、郑阳诸府，

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入宛洛，所谓九省之会也。”。

汉江流域也是一条与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经济走廊，是连接东西方的纽带，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交通文化路线，其中南北

丝绸之路和万里茶路为著。在横跨亚欧大陆、线性分布近 1万多 km 丝绸之路上，北方丝绸之路经汉江水路由汉口进入—南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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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道—洛阳或长安—玉门关—新疆—帕米尔高原—中亚—西亚，最终抵达北非和欧洲。历程 2 万多 km 茶路，是一条以茶叶为

主的国际商贸路线，以武夷山为起点，途径湖北汉口—襄阳—河南南阳—社旗，于社旗转陆路，经方城—山西—北京—蒙古国

乌兰巴托—俄罗斯恰克图，跨越中蒙俄三国。

汉江这条 1500 余 km 流程的大尺度线性廊道，不仅使得国内经济、中外贸易变得容易和频繁，也促进了南北文化、东西文

化、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得各种区域文化、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会和整合。呈现一条线路跨越多元文化地形的跨度特征。

3.3 汉江遗产廊道的文化特征

春秋战国之前，汉江流域是一个林莽丛生，虎豹出入的云梦古泽。恶劣自然环境造就了古楚先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俗剽轻易发怒”的执拗不屈的文化心态。迥异于中原华夏诸国的敦厚朴实之风，汉江流域所在的古楚被视为“南蛮之国”。战

乱和移民是促使汉江流域土著文化开始裂变的主要因素。据史料记载，汉江流域首次移民发生在三国两晋之时。由于战乱频繁

而湖北等故楚旧地相对安定，大批中原移民涌入荆襄，社会发生了第一次文化变迁。随着“北客南贾，吴樯蜀船”的移民涌入，

中原文化与古楚文化发生碰撞和融合，造成“五方杂居，风俗大变”。而南宋至清之间，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汉江流域，经历了

蒙古、满族入主中原和李自成农民起义等战争后，社会动荡，人口锐减。明朝时期“大约自荆至襄，所经荆门、宜城，城邑无

羌，而村落已空，然犹有一二仅存，自襄到郧，则城邑已不堪言，而出城境不见一人，村落上存废址，欲觅一椽一瓦，俱不可

得矣，若郧之六属房县、竹山、竹溪、上津、郧西、徐康并城廓俱已平夷，城北一片蓬篙”。人口凋敝为移民提供了可能。这段

时期移民中规模最大的是史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沿长江和汉江移民浪潮，“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一

分民亦别处之落籍者”，“本乡人少异乡多”。

历史上的移民浪潮以及南北通航使汉江流域在成为沟通多个文化地带的最繁忙的文化交流路线。在多维的文化互惠交流中，

汉江流域社会文化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独特的汉江文明孕育成型，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由移民为主体的文化混搭社会。受巴蜀文

化、秦陇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建筑、语言、文化习俗、仪式、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文化构成单元呈现“南

北杂交”和“五方杂处”的结构特点。具体表现为：“秦声楚歌”的语言风俗结构；“尚鬼信巫”的宗教信仰；“质朴劲勇”的行

为风尚；“五方杂处”的岁时礼仪。文化构成独具特色，形态复杂，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地域文化圈。

汉江遗产廊道的精华集中于汉江沿线“商业市镇群”，它是交融和沟通的平台，不仅活跃了南北间的物流与人际交往，同时

影响了北方儒学思想与南方诗性文化的统一，把原本并行的南北文化熔铸起来，消除了南北文化的隔阂。可以想象，没有沿河

市镇，古老的中华文明，将会变得多么的单调。它既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刺激与推进作用，又在岁月沧

桑中逐渐演化为一种愈显珍贵的文化资源与遗产。

3.4 汉江遗产廊道的经济特征

汉江运河繁忙来往的贸易和商船蕴涵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刺激了沿岸市镇的迅速崛起，使汉江沿岸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村庄

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大都会。如汉江的下游的汉口，得益于于“依长江，傍汉水”的地理优势，繁荣的水运把没有人居住的

芦苇荒滩变成为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成为“四川、云贵、山陕、中南以及东南诸省广大地区的交通枢纽与新兴的商业巨

镇”。清代杰出史学家章学诚曾这样描述：“品物畅茂”，“繁盛极矣”，“居其贸化之贾，比邻而居”，“转输搬运，肩相摩，踵相

接”，据《湖北商报》卷十五记载：“汉口内地贸易之区域极辽阔，殆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安徽、山东、甘肃等省，

故内地贸易之盛大，甲于中国”，是清代两淮地区最大的盐业、粮食、竹木、纺织品、矿产品、药材等商品集散和转运中心。及

至汉口开埠，汉口的商业繁盛达到鼎盛，“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

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方芝加哥”。及至 20 世纪初，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外贸总额

的 10% 左右，常居全国第二位，“驾乎津门，直逼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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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蕴含的经济价值的也体现在市镇的发展和人口的扩张方面。贸易的繁荣也极大地刺激了汉口城市经济的发展。早期的

汉口，蜷缩于汉水南岸、龟山以北的狭长空间里，运河的综合功能难以发挥。明崇祯八年（1635 年）在汉水北岸修筑袁公堤以

后，汉口市镇的规模急剧扩大，进一步刺激了市镇的空间和人口的扩张，可以说“没有汉江，就没有今天的汉口”。

市镇人口的数量也是衡量汉江经济繁荣的重要尺度。从明朝至近代汉口人口数量依次是：明嘉靖四年（1525 年）约 6978 人；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99381 人；清嘉庆十九年（1814 年）为 129183 人。1861 年汉口开埠后汉口人口急剧增长，从光

绪三十四年（1888 年）的 18 万人增加到 1908 年的 24.49 万人。辛亥革命的 1911 年，汉口已经达到 59 万人，成为一个现代

的大都会。汉江沿岸市镇巨大规模的人口，是汉江作为发达水运系统固有的财富效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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